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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年来，废名研究的禅学视野并没有明显的拓展。早年基本是在指证、确认废名为人、为文的禅

意，经验、印象的痕迹较重。80年代以来，伴随现代文学史观的调整，逐步兴起的“废名热”仍然收获

不大。由于废名“很难追踪”思路的文本晦涩、“难懂”，仍是小众化的研究，而禅学又因其“明心见性”、

“空观万相”的“模糊性”与不确定性，成为殊难把握的泛化研究话语；至于诗化、超越的禅境等观点也

似乎“不仅‘执一’而落于‘偏见’，而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”[1]。面对一位“少数人的星光”但自有

“永生的角落”的作家，显然不尽人意。文学世界的禅意是复杂、丰富的美学现象，泛化禅意多偏向作

家作品虚泛的禅学色彩，并不着力具体、深入之处，而由于诗化一度构成禅学视野的主体，也不利对悲

观、虚无等边缘品质的开掘。由此，指出农禅、文禅与废名文学的精神关联，深入禅风变化，在相对具

体的文化诗学路径中展现禅意的渊源流向、风格差异以及美学效果，注重“复杂”与“内在”之处的影响

研究，将有助于打破目前泛化、诗化禅的思路，厘清禅学精神的冲突与异变，将废名文学从“深玄的背

景”、“田园牧歌”等背景中解脱出来，呈现交织了多元文化矛盾的美学个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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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废名文学的禅风纠结了农禅与文禅的精神差异，并不具备单纯的诗意特征。农禅更具乡土

生活的质朴意味，文禅则指向生存体悟的雅化与抽象。偏离诗化的禅风转变涉及农业文化、文人传统以及

现代生存方式等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，不仅农禅、文禅的诗意是有限的，而且由农向文、文农交织的禅意

也逐步陷入虚无、厌世的消极退变。趋于极端的风格变故意味着文学理想的受挫、幻灭乃至困境，表现出独

特的美学个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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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高恒文：《人类的“灾难”与“寂寞”——论废名诗歌的思想内涵与特征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07年

第1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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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在文人传统中看待废名文学的禅学精神，是目前常见的研究路数。从表面上看，这似乎源自作

家“很象古代陶潜、李商隐写诗”、“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”的诗学选向（《短篇小说选·序》），其

实深层的原因在于当下的禅学理论多与识破尘缘、超然世外的隐逸禅风相关，“既以其超然之姿，明

哲保身；也借其轻清祥和之美，抒发疏影淡月，几许销魂的浪漫情怀”[1]，沉淀了过重的文人情趣。藉

此观照，利于清晰辨识雅化、抽象的文学韵致，彰显禅学精神与文人传统的资源关联。的确，诸如

《桥》、《桃园》等作品清幽寒远的禅意正是文人生存体悟与审美心理的展露。然而，这类文人化背景

在废名创作中其实并不统一和稳定。如果说诗歌尚不明显的话，那么小说则基本如此，平俗、质朴

的小农经济生活明显疏离文人生存，散发出农民文化色彩。沈从文说过，废名小说“差不多每篇都

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，……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，也是仿佛把

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”[2]，就表明这一点。显然，这一品性的存在不仅会导致由雅入俗、俗雅交织的

风格转变，也会造成禅意观照的某些差异与分歧，进而可能突破已有视阈，带来研究变化。在文人

传统中辨析废名文学的禅意，相对偏仄的“文禅”并不具备统摄、涵盖禅学精神的整体有效性，而“农

禅”范畴的引入则能弥补这一点。

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，禅并非起始就具有文人色彩。按照杜继文、任继愈等人的分析，作为佛

教中国化的产物，禅发生的经济基础是“千千万万小农经济”，最初是“农民的佛教”[3]，只是后来才“由

缁衣而流入士林”[4]，“从农民禅逐渐向文人禅转化”[5]。与作为“士大夫的美学”的文禅相比，农禅的格

调是迥异的。由于自身文化品位与心理的制约，文人禅往往存在遁避现实、归向自娱的出世倾向，追

求幽深清远的田园、山林情趣，钟意萧条淡泊的意境感觉与人生体悟，“迎合士大夫的需要，普遍重视

文采、机锋，乃至将禅化为斑斓文字，抒发或激昂，或抑郁，或悱恻的情感”[6]。相对而言，文化素质偏低

的农人则要质朴得多，生活主要是小农背景下的俚俗琐事，偶尔涉及的抽象觉悟也多为日常事相的表

层关注而很少深入哲理层面，“澄怀观道”指向农业文化生存的朴实、自然与率性，沟通乡下人的朴素

感知。事实上，废名的故乡黄梅就是中国农禅文化的发源地。远在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时期，黄梅禅

宗就确立了农禅制度，“白天劳作，晚上坐禅，以农养禅”，开始了佛教在经济生活上的“重大革新”；曾

经一度专属少数人的禅修逐步为日常生活中的随性参禅所取代，禅者也扩展为大众化的农民，“穿衣

吃饭，尽皆佛事”、“运水搬柴，无非妙道”；摒弃了传统佛禅读经礼佛、静坐摄心的繁琐、庄重法门，而崇

尚一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、简化的行禅方式，成为农民化的“生活禅”。在禅学思想史上，黄梅农禅

传统被誉为“对中国佛教的第一大贡献”，禅宗由此“彻底走进了世俗生活之中”[7]。废名说过，故乡成

就了他二十年后的文学事业。姑且不论关于“禅宗祖庭”四祖寺、五祖寺的童年记忆，废名“相处最深

的还是农民”[8]，民国二十六年秋读《涅槃》经而大悟，“旋即奔回故乡，从此在故乡避难。”（《致知在格

物》）。《阿赖耶识论》始于“一个农家的宿牛的屋子里”，“种子义”也是“田间而悟得”的产物；深感农民

[1][4]麻天祥：《中国禅宗思想史略》，〔北京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02页，第313页。

[2]沈从文：《论冯文炳》，《冯文炳研究资料》，〔北京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，第168页。

[3]任继愈：《农民禅与文人禅》，〔北京〕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5年第1期。

[5][6]杜继文：《〈中国禅宗通史〉导言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3期。

[7]刘立夫：《黄梅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》，黄夏年主编《黄梅禅研究》（上），〔郑州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，

第16页。

[8]梅杰：《废名在黄梅》，〔北京〕《新文学史料》2005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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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佛，“农民自己不做和尚，却是非常与佛教亲爱的”，佛教“给农民一种精神的休息”（《兼容并包与严

格》）；自以为“中国的读书人”有必要“好好地了解中国的农人，要好好地解救中国的农人”（《无题》）。

乡土佛禅文化传统的影响、接受，加之生存感受上的农业化体验与认同，文学世界必然为农禅所熏

染。以往我们虽关注黄梅地域文化之于废名禅意的精神缘起意义，但因为文禅的偏限并不看重个中

的农业文化渊源，农禅也未引起足够重视。

废名小说和诗歌的禅风有异，禅意在不同文化背景上的滋长，决定了小说主要是农禅与文禅的交

织与演替，而诗歌则基本是文禅的“一枝独秀”。废名小说普遍保有淡化信仰色彩的自然化倾向，农禅

是作为乡下人的生存哲学散发意味的，基于日常生活的世俗感悟是平淡朴讷的，即便悟道的深度体验

也是简朴的，疏离抽象的逻辑思维。《浣衣母》、《竹林的故事》等普遍匮乏禅理觉悟，对李妈、三姑娘、四

火这些乡下人而言，生活基本是事态性的自然流动，悲喜、贫苦虽会造成生存的动荡起落，但都是不得

不面对的生命轮回，禅意是日常事相的率性流转与随缘自适，似乎只有“粗浅的逻辑”而进入不了深层

的意义参悟。而《莫须有先生传》作为废名最具哲思的作品，禅理虽趋繁杂、晦涩，但“导迷向觉”仍不

脱日常化的“乡间事情，举凡人情风俗”（《无题》），赶猪是“头头是猪，人人是土”（《莫须有先生下乡》），

村姑担水是“每每乃其飘逸之出众而好看了”（《这一章谈到一个聋子》），堆稻的庄稼汉子让人觉着“是

天下最成功的人物了”（《一天的事情》）……简化的体悟方式散布在世俗农村生活和日常劳作之中，仍

不时闪现粗浅意趣，禅思也非始终玄妙。相对而言，前期废名小说的文禅色彩并不明显，平俗禅意少

有文人情调，“隐约”闪露的清幽韵味，仅与文人美学隐约勾连，而《桥》等后期小说则予以强化，在普遍

意义上，二者虽有融合，但禅风的具体生成主要源于叙述上的有所侧重。《桥》作为废名“了结”过去，

“学会作文，懂得道理”，“认识一个‘创造’”（《自序》），已提供禅风转变意义，过多诗文、典故的汲用增

添了作品的书卷气，小林与琴子、细竹的情感纠葛也寄寓了才子佳人况味，雅化的花草山水、灵泉修

竹，更多融入才情风流的文人心理与品位。而相对“上卷”的文人趣味，下卷又明显转向心性退守与思

索深化，普遍、随意的禅理觉悟终将挤兑文人化的感性自娱，彰显出沉郁的哲思气息。此时的小林已

去除童心的真率而近乎悟道的智者，充满偶发性和跳跃性的思绪显得繁复而晦涩。小说每节以意象

为题，暗含禅家“不说破”的机锋，刹那间的禅理顿悟常流于含蓄而突兀，正所谓“一落言诠，便失真谛”

（《桥·天井》），又有着“文字禅”的匠心与玄妙。《桥》下卷中的禅理已从清幽禅境中凸现出来，禅意的形

象体验与抽象觉悟明显分离，感悟的意绪氤氲转向深玄的事理揣摩与索解，有了强烈的理性识见意

义。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的悟道多出自社会问题与人生观念的思虑和体察，“记事实、发议论”，趋重的抽象

意味向着晦涩演变。不妨认为，废名是在逐步“参透”田园想象的虚幻，“渐渐走出形象的沾恋，停留在

一种抽象的存在”[1]，后期虽还存有一定小农文化色彩，但文禅已在不同层面产生影响，形成禅风的具

体转化。相较之下，废名诗歌要简单得多，追求感性向理性哲思的凝聚，意象的丰富，体悟的跳跃、空

白与非逻辑化，乃至如绝句般的遣词造境，已难以兼容农禅的诗意。精英化的诗歌是文人传统的主要

艺术样式，与农业文化存在本质疏离，由于文人眼光与诗体的限制，基本属于文人化的人生想象与情

思寄寓，诗意的“内里”是深幽低沉、寂寞枯寂的文人心态。废名诗歌不仅承续这一品性，而且切入现

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哲思。《空华》、《伊》、《墓》“望空观照”人生，一切皆为“虚幻”；《上帝的花园》中生命

慰藉的寻求“好像白日里数天上的星似的”；《无题》、《自惜》、《梦中》的“微笑死生”也只是“镜里偷生”，

“人间的光明也是一个梦”。看向生存深处，感受人生宿命般的空无，抽象的觉悟散发出文禅意味。

[1]刘西渭：《画梦录—何其芳先生作》，《冯文炳研究资料》，第17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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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禅并非单纯的诗化一途。由于禅的历史分化与演替，沉积了不同人群的文化品性，虽说有意日常

生活的超越，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诗意背离。农禅悟“道”相对表层、浅直，乡土的流俗、封闭也会侵蚀

诗意的滋生，削弱禅意空间的开放性，造成文化适应与更新能力的贫弱；而文禅由于融进文人化的唯

心体验与自我认同，易沾染文人的纤弱个性和苟安心理，带来文化上的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。事实

上，禅本身还是一种悲观哲学。佛禅以“空观”来超越现象世界的牵绊，悬置对象与主体的否定思维在

走向精神自由的同时也会消解自身，“佛教的‘空论’，也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产生异议，被指斥为虚无

主义”，“同样也易于堕入消沉悲观的泥潭而无所建树”[1]。这种“近乎矛盾的情调”，不乏悲愁、怀疑乃

至虚无等“消极”意义，“同它的怀疑论倾向相一致，它们都建立在佛教共有的‘无常’观，即破灭感的基

础之上。所以即使表现最乐观的禅语，也渗透着一些莫名其状的哀愁。”[2]缘起“性空”的禅化超越也多

浸入现世的悲哀，“所谓看破红尘，消极悲观，无所作为”，“中国佛教在理论上的变化，很大程度上受落

魄和失意的士大夫的制约，禅宗也不例外”[3]，也即此理。

废名文学还属于一种感伤美学，似乎从未真正走入虚幻的梦境之中，总有“一种过滤人世沧桑的苦

涩和沉重”[4]。早在《竹林的故事》中，废名就曾期望读者能理出小说中的“哀愁”（《〈竹林的故事〉序》），

而对于人们没有看出《杨柳》中自己的“眼泪”，“是怎样的用心”而感到失望（《说梦》），多年后又自承“我

的苦闷，我的思想的波动”，“思想的激烈”，等等，都说明“本心”的不平静，难以趋附诗化禅意。废名的

感伤不仅是一种否定性的文学情感，还包含着滑向悲观、厌世的虚无主义态势。相当意义上，从初期

《浣衣母》中“公共母亲”“不可挽回的命运”沉坠，到后来《桥》冷寂的格调直至《莫须有先生传》过重“说

理”对于文学感性的挤占，就表征了向虚无、厌世“偏至”的演变。李妈所处的乡土世界“内忧外患”，业

已支离破碎，所谓“公共母亲”不过是社会性的生活假象，并不具备田园伦理的淳朴品质，相反，自私、爱

讨点便宜、有点虚伪和小算计的精明构成明显反差（《浣衣母》）；而十年造《桥》，似欲构筑“桃源”、引渡

人生，却又屡屡突显坟墓、死亡一类意象，遍布人生的虚无阴影，人物虚化，风景也多半落寞、凄清，匮乏

鲜活气息。至于《莫须有先生传》，随着愁苦现实、抽象说理的强化与彰显，“更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”[5]，

不仅表明无法安放诗意的文学转捩，在普遍意义上，也意味着文学性的贫乏，“情趣朦胧，呈现灰色，缺

少凝目正视的选择”，“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”[6]，“站在毁灭因素的边缘”。废名诗歌也可视为感伤美学

的跨文体实现。废名诗歌多作于1930年代，死亡、坟、镜子、幻梦等灰色意象的普遍，客观上表明了文学

情感的悲观与消沉。“人生直以梦而长存，人生其如墓何”，人生如梦，逃不开死亡之墓的消解，“吁嗟乎

人生”，人生的虚幻化入一句幽幽叹息（《墓》），“生之死之游戏”（《空华》），镜花水月的梦境终将破碎、幻

灭（《妆台》），“我望着镜子一笑。我想我是一泪”（《沉埋》），“梦里的光阴，我知道这是假的”（《喜悦是

美》）。废名一直未能摆脱这类情感的消极影响，竟至后来以“厌世诗人”自居，侵夺创作的文学性支点，

“1947年后除偶见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的一些断片，再不见废名有什么小说创作了”，陷入“创作的终结”[7]。

[1]方立天：《佛教哲学》，《方立天文集》（第四卷），〔北京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16页，第345页。

[2]杜继文：《〈中国禅宗通史〉导言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3期。

[3]杜继文、魏道儒：《中国禅宗通史》，〔南京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19页。

[4]刘勇、李春雨：《论废名创作禅味与诗境的本质蕴涵》，〔长沙〕《中国文学研究》2007年第1期。

[5]周作人：《怀废名》，钟叔河编《周作人文类编·八十心情》，〔长沙〕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501页。

[6]沈从文：《论冯文炳》，《冯文炳研究资料》，第171页。

[7]凌宇：《从〈桃园〉看废名艺术风格的得失》，《冯文炳研究资料》，第19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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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而言，农禅的质朴、自然似乎具备理想禅意的原生价值，而文禅的自我心性又有着超越困境

的心理功能，二者的交汇无疑有利主体化解内、外世界的矛盾与冲突，催发禅意的诗化蕴味。然而事

实却非如此。废名不仅难以维系农禅的淳朴诗意，也无法达至文人化的澄明心境，农禅伊始就处在下

滑的轨道之上，而文禅虽欲填补农禅失落过程的诗意缺损，却无法挽救禅意失落的基本态势。废名小

说的农禅诗意是有限的，即便最具农禅意味的前期小说也缺乏相对纯粹的诗性特征。《浣衣母》中小城

已散布兵匪盗抢、捐税等社会性破坏力量，古朴、自足的田园伦理最终消散在李妈子亡女死、晚节不保

的不幸遭际之中；《竹林的故事》三姑娘一家看似随意自然，却每每面对流言、闹市的侵袭，清静虚寂的

背后隐现着死亡之下的落寞，孤儿寡母的无助、无奈，貌似“无心万事禅”的乡间生活，也并非单纯的

“田园美”与“农家乐”。废名曾一度将此类小说看作“过去的生命的结晶”，声言“正如对着一位死的朋

友，回忆他的生前，哀伤着”（《说梦》），或许就暗含这样深沉的伤恸。同样，在破损的乡土语境中，文禅

也无法生成虚幻的诗化梦境。相反，文人想象激发了诗意凋零的感伤与挽歌格调，现实性损毁与破败

逐步浮现为乡土悲情的外在表征，沉郁的悲愁、过重的思虑也扩散为引导叙述展开的内在意旨。在

《桥》、《莫须有先生传》等中，善感的文人意识不仅凸显人生的落寞，也展现了乡土的荒芜化：“人生下

地是哭的”（《第一的哭处》），“人类便是一个陌生的旷野，路人无所凭吊”（《钥匙》），“好一个桃花源，看

来看去怎么正是一个饥寒之窟呢”（《月亮已经上来了》），莫须有先生“不忍见人间的惨了，他不忍见人

间的苦了，他不忍见人间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了，他不忍见在‘死’未来以前‘死’简直是不可知，所以

城内的许多人，都是劫后余生，在饥寒之中，在瓦砾之中，在恐惧之中，在求生了！”（《这一章说到写春

联》）。纤弱的文人心理撕裂了田园的淳静，普遍的苦痛凸显了诗情的沦落，过度哲思又加速审美感性

的游离，诗意消散在“冰冷的理性”之中。

相当程度上，由农向文的禅风转化并未削弱文学情感的衰变。作为作家不同时期的审美选向，转

向文禅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农禅向文人心性退敛的结果，而文人禅的悲观、消沉乃至禅理异变，在消退文

人诗情的同时，也意味着禅意无以维持的终局。由于精神的差异，“土气”的小农文化很难融进文人趣

味，往往只是滋生文人想象的某些背景与资源，而文人传统借助个体心性的想象与体验，又无需深入

乡土的文化实际，文人情趣多为游离现实的唯“心”之美，二者之间既没有获取超越对方的美学优势，

也很难构成品性上的同化。由此，不仅农禅的和谐普遍处于消减之中，难以“抵挡”乡土困顿以及现代

理性的“推敲”，而文禅也无法逃脱自身弱质个性的侵袭，常堕入文学诉求的困惑与迷误，转变中的禅

风指向感伤美学的消沉退变。一定意义上，废名的诗作可视为“虚无”哲思的某种“过度”，同样彰显了

诗化的背离。“因为梦里梦见我是个镜子，沉在海里他将也是个镜子”（《妆台》），“梦里的光明，我知道

这是假的”（《喜悦是美》），“我的坟上明明是我的鬼灯，催太阳去看为人间之一朵鲜花”（《坟》）。梦、镜

的虚幻与坟墓、死亡并无本质差异，“以一个批评家的眼光来分析，前一首妆台里面的镜子，与这一首

小园里面的坟都是一个东西”（《妆台及其他》），触及人生本义的抽象洞察，淘洗着诗歌的感性体验，把

诗歌转入了“哲学”，而从小说到诗作的意义“位移”，“意象”间的凝练“顿悟”有别小说相对零落、随意

的体悟叙述，生命的虚无得以较为充分的展露。

三

不难发现，废名的禅意并不完全适用于理想主义的逻辑。作为一种以“澄怀观道”为理想境界的

诗性文化，禅的基本特点在于超越日常生活的自由追求，诗意源于老庄自然主义的生活哲学与佛禅反

求诸心的参悟之学，把返归自然的外在超越与明心见性的内在追求结合起来，形成主、客静寂的人生

诗境。虽说有着农、文禅的差异性分化，但于此却是一致的。具体而言，农禅更多安身立命、“无智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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识”的本能成分，无须言教、权威的告谕，也不会局隅于名数之内的知理束缚，以“平常心”做“无事人”

的生活禅意，隐现着无为而治、逍遥自在的禅学思想，包含着对乡土自然本性的某种肯定；而文禅则因

为融入文人风气，放大自我襟怀的审美体验，幽远的禅意契合了主体“心性”的自由向往与渴求，凸显

乡土美学的雅致、形上品性，俗、雅之际的生存体悟，蕴涵生命理想的多重意义。显然，诗化禅属于一

种理想主义的文学构想，既需乡土保有相对稳定、和谐的世俗伦理，又要弱化、消减主体的心性矛盾与

语义世界的文化冲突，维系审美诉求与诗学空间的精神同构与圆融，达成“经过禅宗哲学与美学净化

过的日常画面”[1]。

作为一种现代写作，废名的文学禅意不可能是传统禅学的单纯回响，这不仅在于禅作为一种古典

性的宗教文化传统，“宗教情怀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”[2]，现代乡土的普遍性毁损荡涤了田园色彩，

散布“创伤性记忆”的文学世界不仅难以容留农禅的自然自足，也无法偏执虚幻的文人想象，诗化禅失

去现实与美学的双重伦理支撑；而且对于现代文人的废名，禅意又关联知识分子情怀，探索“中国偏远

农村普通农民原生形态的生活方式”[3]，“更多透着对现实文化语境的多元感知与思考，貌似传统的风

貌背后实是现代文人的独特文学思考与表达”[4]，表明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思想诉求之间的深层次矛

盾与冲突。作为中国静文化的代表，禅讲求“清明自性”，偏于虚寂的唯心体验与觉悟，相对封闭、稳定

的文化品性并不具有“敞开”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文化的开放性与创造性，而废名“造桥”、“作船”或建

造“公共花园”的诉求在于一种现代人生关怀，多样、“激烈”的社会因素涌动与文化焦虑必然突破禅的

闲适、平和“自性”。同样，废名文学过重的观念色彩也不利于传统禅意的保持，文学意义的理性思索

突破了禅意空间的感官静谧性与伦理自足性。废名“从观念出发，每一个观念凝成一个结晶的句子”[5]，

固然这与禅的觉悟有相通之处，不过传统禅悟在于理性直觉的“顿悟”，而并非观念性的思想认知与传

达，“般若空观的理论基石，是否定名言概念有把握客观真理的作用”，“大都不需要逻辑思维的直接参

与，甚至可以与逻辑思维完全对立，而并不影响它们获得完美的实现”[6]。由此，过重的理性识见导致

禅风的异变也就是一种必然，禅“只教人顺应环境，而不是改变环境；只教人安于生活，而不是创造生

活”[7]。与此相合，禅意的田园背景也不具备转化人生破损以及焦虑的诗化力量与机制。浣衣母的家

破人亡、陈聋子的孤苦寂寞、小林的伤感虚无、陈老大面对病重母女时的悲哀无助，这些灰色生存际遇

也都超出田园的限度；而随着禅风愈加“抽象”的演变，文学性的哲思逐渐陷入“形象与理性”的分裂，

本应形象感性的文学世界趋向一种“观念的纯粹表现”，又有了“理障”的意味。诗作中的废名似乎也

变化不大，抽象的诗意传达出一种智性美，纷杂的意象汇聚为“视觉的盛宴”，却将诗思过多散布于现

实的失望与人生的虚无，在回归内心的寂寞中“反刍”梦境的虚幻，消沉的心理意象凝结成诗化禅思的

障碍，“有限”的美学力量既不足以穿透现实文化压力，也难以参破观念的迷误，无从焕发诗意。

废名的禅意与现代文化存在精神性隔膜，同构性的缺乏在表明传统文化局限的同时，并未生成现

代性的价值优势，当传统文化资源陷入现代思想的表述困境，引发了美学诉求上的普遍焦虑。一方

面，诗化禅的悠远境界仍是作家所眷念与回顾的生存状态，并不因古旧、保守而失却魅力；另一方面，

意图将禅一类传统诗性文化融入现代人生关怀，去弥合社会变革过程的文化落差与非诗化沉沦，“在

[1]罗成琰:《废名的〈桥〉与禅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92年第1期。

[2]吴洪森：《不死的火焰·序》，摩罗：《不死的火焰》，〔北京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页。

[3]钱理群：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·前言》（第四卷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8页。

[4]席建彬：《废名田园小说中农禅与文禅的审美冲突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2015年第9期。

[5]刘西渭：《画梦录—何其芳先生作》，《冯文炳研究资料》，第176页。

[6][7]杜继文：《〈中国禅宗通史〉导言》，〔北京〕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3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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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”，为世人构建一个桃源式的所在，又体现了融合传统、现代的美学意图。相当程

度上，个性废名很难调和这一两难的审美选择，弱质的性格“带有女性化中国传统文人的过多遗传，又

带有现代青年的苦闷色彩 ，所谓‘玄发朱颜，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’”[1]，“心理原型

上是一个极端的内倾者”[2]，一直放大着主体精神的困惑与迷惘，感触中国文学厌世文章的缺乏，伤情

六朝、晚唐文人的落寞，对莎士比亚、哈代文学中的个性毁灭、悲观感伤也多认同，“世界观上的消极成

分逐渐占据主导地位”，“对现实不满而又看不到出路的废名，日益趋向于消极避世”[3]。个中既不乏传

统文人气度，也沉积着现代性的意识形态焦虑，更渗透了对生命的普世性诗思。这份“繁复”的文学意

味在于：作为一种诗化人生想象，已无法调和传统和现代，既无法固守自身，又难以真切进入对方；厌

世出于此间感伤情绪的弥散及至向更为低沉的虚无情怀的滑落，诗意则源自理想主义消褪过程中审

美自足因素的持留以及凋零的感伤氛围，表征出禅意的个性路径。废名并非那种个性通达的文人，游

走在文学理想失落的边际，美学世界的矛盾与纠葛是一种常态，以致身为“文体家”的“几套笔墨”最终

都无以调适，表现出禅风转变的“偏狭”一面。

文学禅意并不必然通向寂然禅境，目前研究尚不看重这一点，源于审美超越的意义预设，多视废

名小说为“画境”、“桃源”、“田园牧歌”，忽视了差异性的禅风转化及其之于美学风格形成的重要影

响。而对于废名诗歌，多指出生存感悟与思索的智性特征，反而较少与禅关联，轻忽内在禅意的观念

有所割裂与偏失，正如有论者所说，“废名诗歌的‘禅味’主要是阅读上，而不是写作上”[4]，禅又似乎“可

有可无”。个体性的文学生产是一整体过程，不同时段之间多存有机关联，很难作简单化的切割，表征

风格的“经典”作品与文类往往关联理想化的美学形态，可能并不体现风格生成、流变的过程性与差异

性，而要清晰辨识一个作家的美学风格，需要一种互文性的系统考察。就诗化禅而言，并不限于诗化

意义，具体到作品之中，情况又复杂得多，毕竟很少有人能做到“本心”的“静心遣荡”，去俯仰虚静空无

的“大美”之境，而作为主体性的文学活动，自由自觉的精神也难被单纯固化。在跨文体方面，废名小

说与诗歌也有着内在沟通，作为一种现代诗化写作，小说文体是“向诗倾斜”的结果，而废名又以写诗

的技艺去写小说，诗歌也无法超脱小说情旨，终而缺乏禅意的濡染。很大程度上，借助禅风流变的整

体观照，沿溯相关过程，不仅有助呈现废名创作的农业文化形貌，赋予文学世界“别样”的禅学图景，还

有利呈现多元禅意之间的缠结、转化与演替等动态内容，在相对具体、深入的文化诗学框架中呈现禅

意的复杂性与整体性，进至恢复作家文学风格的本真面貌。

农禅与文禅的精神差异，影响了废名文学禅意的生成与消退，如果说前者表明禅与“乡土中国”所

滋养的小农文化意识的明确关联，那么文禅则沉积了过重的士文人趣味，又远离传统禅学的农耕经济

基础。显然，农禅更具乡土生活的质朴意味，而文禅则指向生存体悟的雅化与抽象，农、文禅意的交织

涉及了“俗雅”、“虚实”等文学性难题，诗学世界也必将面临审美选择与处理的转换、适应甚至歧异等

复杂问题。沉陷其中，废名最终未能摆脱主体性的精神困顿以及文学世界的矛盾纠缠。

〔责任编辑：平 啸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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